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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在于阗
———以中国人民大学藏粟特语文书为中心

毕　波

［摘要］２０１０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１３件粟特语文书，是近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粟
特语文书。这组粟特语文书年代可能为８世纪末，内容包括经济文书、书信等，是研究这一时期在塔
里木盆地于阗王国活动的中亚粟特胡人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其中的经济文书和内容最长的
一封商业书信，考察了粟特人在于阗王国及周边地区的商业活动和商业网络、粟特人与于阗社会汉
人、于阗人和犹太人等群体的互动，以及这些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等问题，由此揭示出中古时期陆上丝
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粟特人在沟通不同地区之间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古于
阗社会多元文化汇融的现实。

［关键词］粟特语文书；于阗 （和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粟特人 （Ｓｏｇｄｉａｎ）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 “河中地” （Ｔｒａｎｓｏｘｉａｎａ）、操印欧语系
东伊朗语支的一个古代民族，汉文史籍称其为粟特胡、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等，有时又以商
胡、贾胡、兴 （生）胡名之，后者是因为汉人眼中的粟特人多以经商立身。从公元３世纪到９世纪，

继贵霜商人而起的粟特人活跃于从粟特本土到中国以及周边的广大区域，成为亚洲内陆丝绸之路贸易
的主要承担者，其卓越的商业能力正是他们于北朝末年在中国北方崛起的重要原因。① 不止于此，粟
特人还在促进不同政权之间政治沟通、跨地域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②

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前来中国的粟特人在从西域到中原的丝路沿线重要城
镇建立起一系列商业、移民聚落。敦煌、吐鲁番等地因而留下一些反映他们在中国贸易、生活情况
的粟特语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坦因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１９０７年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８封用粟
特文书写的信，学界一般称作 “粟特文古信札”（Ｓｏｇｄｉ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以下简称 “古信札”）。

这组信写于西晋末年 （３１３年左右），是在中国经商、生活的粟特人寄给他们远在故乡撒马尔干
（Ｓａｍａｒｋａｎｄ）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的商业伙伴或亲友的信③，是了解粟特商人在中国早期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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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ｂｉｂｏｇｕｏｘｕｅ＠ｒｕｃ．ｅｄｕ．ｃ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２０＆ＺＤ２５０）阶段
性成果。感谢孟宪实教授及诸位评审专家提出修订意见，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提供的专业细致的审
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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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考文献参见毕波：《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载 《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２０１３，１０ （２）。

这组文献的刊布和研究概况，可参见毕波、辛维廉： 《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载 《文献》，２０２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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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活动最为重要的一组材料。然而，包括古信札在内的诸多粟特语文献，是２０世纪初英、法、

俄、德、日等国探险队在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时所获，时至今日仍收藏在这些国家，留在国内的数

量不多。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至今，中国境内虽然也不断有粟特语文献发现，但多是零星发现的文

书残片、墓志塔铭、金银器铭文等。所幸２１世纪初在新疆和田地区 （古代于阗）发现了一批粟特

语材料，分别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藏品以下简称人大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以下简称国

图）①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②，成为深入考察粟特人在于阗活动的宝贵一手资料。

一、人大藏粟特语文书简介

人大藏这批新发现粟特语文书是２０１０年春入藏的，共１３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文书所含历史

信息来说，可谓近年来关于粟特人最重要的一组发现。这批纸文书，其中４件为经济文书，６件为

书信 （仅１件比较完整），其余３件因残损严重、难以识别，性质待定。笔者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

学院的辛维廉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教授受委托整理这批文书，释读工作业已完成，成果分

别以中英文论文形式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在国内外发表。③ 文章发表后，有学者针对释读内容提出

一些修订意见，为方便国内外学界利用这批文书，我们采纳合理意见对释读进行了修订，并附上词

汇表及所有文书的彩色图版，以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为题于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将结合本人已经完成以及目前在做的研究工作，对这组文书的重要价值予以说明。关于文

书年代，唯一相关的线索是文书１２背面的汉文纪年 “］□六年闰二月 十 ［”，通过分析此纪年信

息，并结合人大藏和田汉文文书中不少有纪年文书属８世纪下半叶的唐代大历、建中及贞元时期，

我们认为这组文书可能写于８世纪末左右，即唐帝国在于阗统治的尾声。④ 此外，与这组文书关系

密切的两封７９１年左右的犹太 波斯语书信⑤，也可支持这一定年。

虽然这组文书的具体出土地点尚不清楚，但和田麻札塔格、丹丹乌里克和老达玛沟等地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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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所藏为一张带有泥封的粟特语纸质签条，附于一份７世纪下半的于阗语账目上。账目由段晴教授释读研究：《粟特商
队到于阗———ＢＨ４　１３５之于阗文书的解读》，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上），９６
１１５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粟特语签条 （ＢＨ４　１３６）由吉田豊教授据照片代为解读，作为附录二刊于段文１１５页，根据新照片
修订的释读参见吉田豊：《コータンのユダヤ·ソダド商人？》，载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の世界とその时
代》，２８４　２８５页，汲古书院，２０１７。

仅一件粟特语小残片，由张湛解读，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

９６页，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Ｂｉ　Ｂｏ　ａｎｄ　Ｎ．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Ｓｏｇｄｉ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Ｋｈｏｔａｎ，Ｉ：Ｆ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０，１３０ （４）：４９７　５０８；“Ｓｏｇｄｉ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Ｋｈｏｔａｎ，ＩＩ：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５，１３５ （２）：２６１　２８２；毕波、辛维廉：《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四件经济文书》，载
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１０辑，１８７　２００页，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毕波、辛维廉：《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书信及
其他残片》，载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文集》，３０６　３２５页，中西书局，２０１７。

详见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３、４３　４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据主持
整理人大藏于阗语文书的段晴教授介绍，其年代也多在８世纪晚期。

一封是２０世纪初斯坦因发现的，现藏英国图书馆，释读参看Ｂｏ　Ｕｔａｓ．“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Ｐｅｒｓｉａ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Ｄａｎｄāｎ－Ｕｉｌｉｑ”
（原载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ａ　Ｓｕｅｃａｎａ　１７，１９６８，ｐｐ．１２３　１３６），“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Ｐｅｒｓｉａ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Ｄａｎｄāｎ－Ｕｉｌｉｑ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　Ｃ．Ｊａｈａｎｉ　ａｎｄ
Ｍ．Ｆａｌｌａｈｚａｄｅｈ （ｅｄｓ．）．Ｆｒｏｍ　Ｏｌｄ　ｔｏ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ｉａ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Ｄｒ　Ｌｕｄｗｉｇ　Ｒｅｉｃｈｅｒｔ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３，ｐｐ．２５　４１。另一封百年
后发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释读研究及修订版参见张湛、时光：《一件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载季羡林、饶宗
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１１卷，７１　９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张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窥丝路上的伊朗
犹太商人》，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 （下），６６１　６７２页，年代考订见６６７　６６８
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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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语、于阗语、汉语、古藏语等文献表明①，曾经有不少粟特人在这些地点活动，有学者甚至倾
向于认为于阗当时有 “粟特村”存在②，因此，这组新获粟特语文献有可能也不出这些地点。

人大藏粟特语文书数量并不算多，且没有一件完整无缺，尽管如此，这组文书对于粟特研究的
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在历史研究层面它们为考察粟特人当时在于阗的商业活动、与于阗社会中不同
群体的互动、他们的宗教信仰，乃至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等都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主要就从这
几方面来加以说明。

二、人大藏粟特语文书所见粟特人的商业活动

粟特人在于阗语文献中被称作ｓūｌī，该词后来成为 “商人”的代名词，这不仅说明在于阗的粟
特人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③，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于于阗社会日常经济生活的嵌入程度之深。不
过，此前对于阗粟特人的考察主要依据于阗语、汉语材料，其中反映的多是粟特人在当地进行的放
钱、缴物、代官方征税之类的经济活动。④ 与之不同，人大藏粟特语文书则更多地为我们呈现出其
商业贸易的一面。

（一）８世纪粟特人在于阗的商业活动
国图藏粟特语签条上出现的ｓｒｔｐ’ｗ “商队首领、萨保 （宝）”表明⑤，７世纪后半在于阗的粟特

商人，延续着４世纪初古信札时代以来以商队形式组织商业活动的传统，到８世纪时情况亦应如此。
至于贸易的商品，从古信札时代起，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远距离、跨区域贸易的粟特人，主要选
择香药、织物类体积小、重量轻、却又价值高的奢侈品，对于酒、小麦之类当时不便陆路长途运输的
商品，只要有市场需求，有利可图，粟特人也会涉足，但应该是局限于短距离范围内。⑥ 这种贸易商
品的选择策略，贯穿于此后几百年粟特人在东方的商业活动。那么，到８世纪末时又是怎样的呢？

人大藏粟特语文书中有４件经济文书，３件都是四、五行长的内容较简单的清单类文书，对了
解粟特人在于阗的经济活动帮助不大，商业信息最为丰富的是一件正背两面书写的残文书 （文书

４），主要内容是对 “緤布 （棉布）”（粟特语ｗｙｙｎｙ或ｗｙｙｎｙ）交易情况的记录。⑦ 由于文书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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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考文献参看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序言”，２　３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８。此处补充一条：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Ｓｏｇｄｉａｎｓ　ｉｎ　Ｋｈｏｔａｎ”．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２０１８ （１６）：３０　４３。

于阗语文献中的ｓūｌīｂｉａ “粟特村”，表明当地存在粟特聚落。类似表述βονοσογλιγο（Ｂｕｎ－ｓｕｇｌｉｇ）“粟特聚落”见于一件７
世纪末大夏语文献，卢湃沙 （Ｐａｖｅｌ　Ｌｕｒｊｅ）最先正确理解了该词意思 （Ｎ．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ａｃｔｒ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ａｍｅｓ．Ｖｉｅｎｎａ，２０１０，

ｐ．８７）。吉田豊经荣新江提醒注意到于阗语文献，并将其与大夏语材料联系起来，以说明粟特聚落广泛存在，参见 Ｙ．Ｙｏｓｈｉｄ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ａｃｔｒｉ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ＩＩ”．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７６ （１）：１５８。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修订版）》，１９　２４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４；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１１　１３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Ｓｏｇｄｉａｎｓ　ｉｎ　Ｋｈｏｔａｎ”．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２０１８ （１６）：３１．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修订版）》，２０　２４页，生活·读本·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Ｓｏｇｄｉａｎｓ　ｉｎ

Ｋｈｏｔａｎ”．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２０１８ （１６）．
吉田豊：《コータンのユダヤ·ソダド商人？》，载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主编： 《敦煌吐鲁番文书の世界とその时代》，

２８５页，汲古书院，２０１７。

Ｎ．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Ｉｎ　Ａ．Ｃａｄｏｎｎａ　ａｎｄ　Ｌ．Ｌａｎｃｉｏｔｔｉ（ｅｄｓ．）．Ｃｉｎａ　Ｅ　Ｉｒａｎ　Ｄａ　Ａｌｅｓ－
ｓａｎｄｒｏ　Ｍａｇｎｏ　Ａｌｌａ　Ｄｉｎａｓｔｉａ　Ｔａｎｇ．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ｐｐ．４５　６７；增订本汉译参见尼古拉斯·辛姆斯 威廉姆斯撰，毕波译：《中国
和印度的粟特商人》，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１０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ｄｅ　ｌａ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
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５；香药贸易参见毕波： 《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载 《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

２０１３，１０ （２）。粟特人贸易商品的最新综述，参见 Ｙ．Ｙｏｓｈｉｄａ．“Ｔｈｅ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　０５　２６，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９３／ａｃｒｅｆｏｒｅ／９７８０１９０２７７７２７．０１３．４９１。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１１　１７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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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交易记录并不完整，无法做更深入分析。从现存交易记录来看，每笔交易的金额并不是很大
（少则四、五百文，多则千余文）。粟特人交易的棉布有可能是来自粟特本土，也有可能是于阗当地

出产，因为到８世纪下半叶，棉花这一源自印度的经济作物已经在于阗普遍种植，棉布纺织生产也

已具备一定规模①，因此价格并不特别昂贵，是可以普遍消费的商品。粟特人涉足于阗的棉布交

易，应该是和棉布成为当地日常消费织物而导致需求量较大有密切关系。

文书４背面的交易记录最后一节，内容有缺，不清楚所涉是否仍为棉布，结尾部分则提到了一

种叫ｙｗｘｔｈ的贸易物品，我们此前根据吉田豊教授建议释为 “红宝石” （ｒｕｂｙ）②，这应该就是见

于早期穆斯林著作中的ｙāｑūｔ宝石 （元代译作 “鸦忽”）③。在中古阿拉伯语文献中，ｙāｑūｔ并非特

指某一种宝石，而是泛指，是一类以其无与伦比的硬度为主要特征的不同颜色的多种石头的属名，

按现代宝石学分类为刚玉 （ｃｏｒｕｎｄｕｍ），与珍珠、祖母绿 （ｅｍｅｒａｌｄ）同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最

受喜爱的宝石；文献中依颜色将其分为四类：红、蓝、白、黄，在中古阿拉伯世界，最为贵重者为

红宝石；至于刚玉的产地，几乎所有的阿拉伯文献都指出是印度、锡兰 （斯里兰卡），此外还有阿

富汗的巴达赫尚 （Ｂａｄａｋｈｓｈāｎ）④。粟特语文书此处提到的ｙｗｘｔｈ有４枚，所涉钱额处有残损，不
好辨识，目前释读为４００文 （应该是指唐朝铜钱），粟特人所言ｙｗｘｔｈ是红宝石还是蓝宝石 （抑或

是和吐鲁番出土７世纪 “称价钱”帐上粟特人买卖的 “香”一样是泛指），又是来自何方，此处暂

不讨论，但４枚宝石仅值区区４００文，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当然，也可能所涉钱额有误，毕竟此处

有明显残损。尽管存疑，作为奢侈品的产自域外的高品质珠宝长期位列粟特人在东方贸易的重要商

品则无可置疑。⑤

在一份类似 “抄”的文书 （文书１）中出现了可能是 “毡匠”（ｎｍｔｋｒｙ）的词汇。⑥ 上引国图
藏粟特语签条所附于阗语账目上，记录了大宗 “毡毯”交易⑦，有可能表明７世纪下半在于阗的粟

特商队经营毡毯和账目上所列某些物品。“毡匠”的存在表明毡毯应该有在于阗当地制作的，也不

排除有来自粟特本土或其他地方的可能。粟特地区穆格山 （Ｍｏｕｎｔ　Ｍｕｇ）发现的一封８世纪早期

的粟特语书信中，提到了一种特别的毡毯 （ｒｍｎｙｋｈ），据研究和９世纪上半编纂的梵藏词典 《翻

译名义大集》（Ｍａｈāｖｙｕｔｐａｔｔｉ）中出现的藏文名物 “长地毯、盖毯”同为一物，表明这种粟特毡

毯很有可能当时曾被传入吐蕃地区。⑧ 据稍晚时期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粟特地区诸城中布哈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和田古代的棉布及粟特人此一时期的棉布交易，参见毕波： 《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白氎》，载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８ （３）；毕波：《粟特人在焉耆》，载 《西域研究》，２０２０ （１）。

参见吉田豊：《于阗的粟特人———对和田出土的两件犹太波斯语信札的一些新见解》，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
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６２６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Ｙ．Ｙｏｓｈｉｄａ．“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Ｊｕｄｅｏ－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Ｋｈｏｔａｎ”．Ｉｎ　Ａ．Ｈｉｎｔｚｅ，Ｄ．Ｄｕｒｋｉｎ－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ｒｎｓｔ，ａｎｄ　Ｃ．Ｎａｕｍａｎｎ （ｅｄｓ．）．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ａ　Ｍａｃｕｃｈ．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９，ｐ．３９２．

参见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１４３　１５７页，

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９。

Ｚ．Ａｍａｒ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Ｍｏｓｔ－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ｄ　Ｇｅｍｓ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７，２７ （３）：３９１　３９４；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１４７　１４８页，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
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９。

粟特人从事珠宝贸易的最早确证见于北齐时期，参见Ｂｉ　Ｂｏ．“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ｆｒｏｍ　Ｙｅ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ｇｄ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ｃｔ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２０２０ （１１９）：７４　７６。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３　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段晴：《粟特商队到于阗》，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上），１０８页，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６。

Ａ．Ｂｅｇｍａｔｏｖ．“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ｅ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ｕｇ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　１”．Ｓｔｕｄｉａ　Ｉｒａｎｉｃａ，２０１９ （４８）：１７　１８．



毕波：粟特人在于阗

拉出产的毯类比较有名，经常远销其他地区①，《新唐书》则记粟特地区东安国国王开元年间遣使唐
朝所献诸物中有 “拂菻绣氍毬”（“毬”当为 “毯”，拂菻即拜占庭）②，因此，也不排除这一时期有产
自粟特本土或来自他处的高端毡毯被粟特人贩运至于阗和西域其他绿洲乃至更东地区③。

尽管人大藏文书所见贸易信息有限，但从中不难看出，８世纪末在于阗的粟特商人贸易的商品
较之此前已有明显变化，除传统的奢侈品之外，包括棉布在内的日常用品也成为他们主要经营的商
品。依靠这些不同商品大大小小的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粟特人积聚的财富之多远超我们的想
象———文书４背面另有两行单独书写的文字 （与其他文字方向颠倒），提到他们可以用数额高达

１０００贯 （＝１００万文，参看下文 “贯”）的一笔钱去做善事。④ 不论这笔巨额资产与上文所言棉布
或宝石交易是否直接相关，这些在于阗的粟特商人经济实力之雄厚由此可窥一斑，这除了与商人个
人的能力有关外，应该也和其背后支撑的庞大的粟特商业网络密切相关。

（二）８世纪末粟特人在东方的商业网络
从４世纪初进入中国贸易的初期开始，粟特人在北方丝路沿线重要城镇建立起一系列商业、移

民聚落，这些城镇既是他们在异乡的家园所在，也是其贸易商品的集散中心以及连接其贸易终端的
中转站，粟特人对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一些商品的贸易达到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即得益于其分
散各地的聚落所构建的强大商业网络。⑤ 对于考察８世纪末粟特人在东方的商业网络，人大所藏粟
特语文书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文书中内容最长、最具研究旨趣的是一封３２行长的涉及到商业活动的信函 （文书５），写信人
叫得悉槃陀 （Ｔａｋｈｓｉｃｈ－ｖａｎｄｅ），从信文内容判断，应该是收信人的商业代理人。信未具地址，收
发地点未有明示，但信文第１７—１８行提到 “我去了拨换，寄书一封与您，我是从拨换寄出的信”，
由此判断信是从拨换寄出的⑥。拨换 （Ｐａｒｗａｎ，今阿克苏）位于西域北道中部，唐德宗贞元年间
（７８５—８０５年）宰相贾耽所撰 《皇华四达记》 “安西入西域道”⑦ 下记有拨换南通于阗之路线及距
离，同时还记有拨换东达 （龟兹），西往疏勒，西北经碎叶抵怛罗斯的路线及距离⑧，由此可见它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Ｓ．Ａｓｉｍｏｖ　ａｎｄ　Ｃ．Ｅ．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ｅ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Ｖｏｌ．ＩＶ：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Ａ．Ｄ．７５０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ａｒｔ　１：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ＮＥＳＣＯ，１９９８，ｐ．８４，ｐ．３８６；Ｍ．Ｓ．阿西
莫夫、Ｃ．Ｅ．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４卷 （上）《辉煌时代：公元７５０年至１５世纪末———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
（修订版）》，６９、３７９页，中译出版社，２０１７；．ｄｅ　ｌａ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５，ｐｐ．３００　３０１。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西域传下》，６２４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文书提示有粟特 “毡匠”在于阗活动，表明除了商品流动外，也可能存在相关人员和技术在粟特和西域之间的流动。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１３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毕波：《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载 《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２０１３，１０ （２）。

张湛也认为该信寄自拨换，参见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Ｓｏｇｄｉａｎｓ　ｉｎ　Ｋｈｏｔａｎ”．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２０１８ （１６）：３８。吉田豊指出，上文
提及的犹太 波斯语书信中的一封也提到了拨换，而我们在释读该信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参看吉田豊：《コータンのユダヤ·ソ
ダド商人？》，载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の世界とその时代》，２７６、２８４页，汲古书院，２０１７。Ｙ．Ｙｏｓｈｉｄａ．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Ｊｕｄｅｏ－Ｐｅｒｓｉａ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Ｋｈｏｔａｎ”．Ｉｎ　Ａ．Ｈｉｎｔｚｅ，Ｄ．Ｄｕｒｋｉｎ－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ｒｎｓｔ，ａｎｄ　Ｃ．Ｎａｕｍａｎｎ
（ｅｄｓ．）．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ａ　Ｍａｃｕｃｈ．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９，ｐ．３８６．

贾耽 《皇华四达记》所依据的材料，应当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书档案，其中所涉地点都是唐朝安西、北庭两大都护
府可直接到达的地域，也是唐朝在西域地区开通道路、设置馆驿的结果，参看荣新江：《汉唐文献对 “丝绸之路”的记载》，载刘
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５辑，６２　６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 《地理志七下》“安西入西域道”条，１１４９　１１５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５。拨换通于阗
原文如下：“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吉田豊已援
引这条史料说明拨换位于当时的交通要道上 （《コータンのユダヤ·ソダド商人？》，２７６页，载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主编：《敦
煌吐鲁番文书の世界とその时代》，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７）。引文中拨换经神山达于阗的道路，也为和田发现汉文文书所印证，

如一件德国藏文书中列出了神山以北四所馆驿的名称，而人大藏一件文书则提到了 “昆岗”，参见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新探———

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载吕绍理、周惠民主编：《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４９页，台
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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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道上一个交通枢纽。该信若寄自拨换，则发现地点于阗当为收信人所在地。
整封信最关键部分是第８—１７行，讲了收信人对他的横加指责及他自己的辩驳，内容如下：

但您是……不公正的，因为迄今您还在指责 （？）我这个 （您的）微不足道的奴仆
（说）：“得悉槃陀夺走了我的利益 （？）。”我没有向您索要本金或商品 （？），但您自己却莫
须有中伤我。现在我已经破产，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我没有去粟特，也没有去突厥之地或
是吐蕃之地。 （至于）您的货物，无论我从何处带给 （您）利润 （？），您的货物的大 （部
分）已经不在 （？）（我？）手里了，而是被运往了长安和回鹘，以及突厥之地，还有粟特，
对您而言 （？）已经毫无利润 （？）可言了。至于我这里，无论还有什么货，对您而言 （？）
还有些利润可得 （？）。

这一段辩解之词提到了几个地理名词：粟特 （ｓγｗδ）、突厥之地 （ｔｗｒｋｓｔｎ）、吐蕃之地 （ｔｗ－
ｐｙｔｓｔｎ）、长安 （ｘｗｍｔｎ）以及回鹘 （ｘｙγｗｒ）。“粟特”应该就是中亚粟特本土；“突厥之地”，音
译作 “突厥斯坦 （Ｔｕｒｋｉｓｔａｎ）”，很可能是指河中地以东的七河流域 （Ｓｅｍｉｒｅｃｈｅ）①；“吐蕃之地”
应该是指吐蕃控制下的青藏高原； “回鹘”则应是指回鹘治下的漠北蒙古高原②。若此理解不误，
这样的表述可能也从侧面揭示了该文书的年代应是唐朝统治西域的末期———８世纪末，当时吐蕃尚
未取代唐朝统治于阗，回鹘的统治中心还在漠北。即便年代稍有偏差，可以肯定的是，这几个地理
名词无意中勾勒出粟特人当时在东方的商业网络图景。这一网络涵盖了从中亚到中国的广阔区域，
西起粟特本土、七河流域，东至唐都长安，南入吐蕃控制的青藏高原，北及回鹘腹地的蒙古高原。
对比古信札时代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范围———主要沿塔里木盆地 （尤其南缘）—河西走廊—长安、洛
阳一线展开③，即可看出，至该信所反映的８世纪末左右，经过四百余年开拓发展，粟特人的商业
网络扩张成果显著，尤其是对河西走廊至中原这一线以南的青藏高原和以北的蒙古高原的先后开
拓，成为构建粟特人在东方的商业帝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７５５年安史之乱爆发
后，吐蕃相继占领陇右和河西，切断了唐朝与河西西部、西域往来的重要通道，战争与局势不稳本
应会对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有所冲击，但该信文显示，８世纪末前后，不仅粟特人从西域到长安的贸
易往来似乎处于正常状态，与回鹘、吐蕃的商业网络亦正常运作。④ 如若考虑到以下情况：９世纪
中叶之后粟特人在吐蕃的贸易让位给大食和犹太商人⑤，在中原、回鹘的贸易网络在９至１１世纪
期间已逐渐转化为由回鹘人主导⑥，那么，该信所呈现的８世纪末左右粟特人的商业网络，可能代
表了他们在东方商业势力的顶峰阶段。和长安、粟特等地一样，有粟特商队、聚落存在的于阗、拨
换，很长时期内都是支撑起这一商业网络的重要节点。

至于这一时期粟特商业网络的主体到底是哪种背景的粟特人，仅从人大藏文书看，很难看出端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２０、２４　２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吉田豊：
《貨幣の銘文に反映されたチュルク族によるソグド支配》，载 《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２０１８ （５７）。

参见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２４　２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古信札中出现的地点图示，参见．ｄｅ　ｌａ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５，ｐ．５９，ｍａｐ．３；Ｎ．Ｓｉｍ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ｄｉａ　Ｉｒａｎｉｃａ，ＩＩ／１，ｐｐ．７　 ９，Ｆｉｇｕｒｅ　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ａｎｉｃａ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　１２　３０）。

吉田豊教授指出安史之乱后粟特人从事的丝绸之路贸易急剧衰减，但此信所提这些地点表明他们仍然维持着其国际贸易，

粟特人此后在吐蕃和回鹘地区的商业活动也仍在发展，参见Ｙ．Ｙｏｓｈｉｄａ．“Ｔｈｅ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１
０５　２６，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９３／ａｃｒｅｆｏｒｅ／９７８０１９０２７７７２７．０１３．４９１。粟特人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商业网络的形成、发展和衰
落，笔者将于另文专论。

沈琛：《麝香之路：７—１０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载 《中国藏学》，２０２０ （１）。

．ｄｅ　ｌａ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５，ｐｐ．３２２　３２６；荣新江： 《９、１０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
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１２６　１４２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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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但若结合９至１１世纪敦煌、吐鲁番乃至拉达克 （Ｌａｄａｋｈ）等地发现的粟特语文书、岩刻铭
文、景教十字等文献文物来考察，略可发现以下变化：由于中国和中亚政治形势的变迁，支撑起粟
特人从中原到西域、中亚商业网络的，似乎不再是信仰琐罗亚斯德教 （Ｚｏｒｏａｓｔｒｉａｎｉｓｍ，即祆教）
或佛教的粟特人群体，而是逐渐转换为粟特基督教 （景教）徒和摩尼教徒这两个群体，借助这两种
宗教当时在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沿线建立的庞大网络，在８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导致粟特人在中
国的活动受到很大冲击后，其商业网络仍得以延续一两百年乃至于唐朝覆灭之后①，并为后来回鹘
人的贸易兴盛奠下坚实基础，而８世纪末应该就是这一新旧网络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之下，
再来看人大藏粟特语文书３、文书４中分别出现的 “长老”“［以］上帝之名义”这类明显带有宗教
意味的表述，比起有学者认为的从犹太教徒背景来理解，我们仍然坚持当初的看法，倾向于认为这
些在于阗和西域从事商业活动的粟特人更有可能是基督教徒。② 就此而言，人大藏粟特语文书为研
究此一时期粟特商业网络掀开序幕一角。

跨区域的商业网络得以维持和运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身处不同地点的商人或商业团体可以
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而进行交流沟通，在前现代社会，这种交流主要依靠书信这一纸媒。书信是商
业网络得以运作维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商业网络本身又是书信得以传递的重要渠道和保障。对
此，无论是敦煌发现的４世纪初的古信札，还是和田发现的８世纪末的粟特语书信和犹太 波斯语
书信，抑或埃及开罗犹太藏经房 （Ｃａｉｒｏ　Ｇｅｎｉｚａ）保存的约１１—１３世纪的犹太商人留下的上千封书
信③，皆为明证。粟特人所留书信这一物质载体，不仅是考察粟特乃至中亚古代书信写作与实践的
重要标本④，也是打开一个丰富多彩的 “商人的世界”（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ｒｓＷｏｒｌｄ）⑤ 的窗口，由此可观
察他们相互之间信任 （多以宗教、血缘为纽带）的构建与维持、情感的交流与传递，更为重要的
是，发现诸多赖以重构他们曾经辉煌的商业世界的信息：贸易的组织和开展、商品的选择，等等。
就这一层面而言，无论是人大藏书信，还是古信札及其他粟特语商业书信，都有待我们继续深究与
探索。

（三）粟特人与于阗社会的其他群体
除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外，人大藏粟特语文书还为理解粟特人与于阗社会的互动提供了难得的材

料。在８世纪的于阗经商、生活的外来族群，除粟特人外，还有犹太人。后者的信息，全部来自上
文所提两封犹太 波斯语书信⑥，而这两封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波斯语信中存在着不少粟特语因素，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摩尼教徒的参与，参见吉田豊：《粟特语摩尼教文献中所见１０至１１世纪的粟特与高昌关系》，载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５）；Ｙ．Ｙｏｓｈｉｄ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ｇｄｉａｎ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ｆａ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０ｔｈ－１１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ｉｃｈａｅａｎ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ｅｘｔｓ”．Ｉｎ　Ｘｉａｏ　Ｌｉ（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７ （１）：１１３　１２５；毕波：《粟特人在焉耆》，
载 《西域研究》，２０２０ （１）。关于景教徒及其活动，参见Ｂｉ　Ｂｏ．“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Ｂｒｏｎｚｅ　Ｓｅ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ｏｎｇｗａｎｃ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ｂｉ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提交 “北京论坛 （２０１９）”分论坛 “早期文明的书写实践：起源、构成与融通”会议论文。

引文分别参见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９　１０、１３页 （观点见１７页），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Ｓ．Ｄ．Ｇｏｉｔｅｉｎ曾拣选其中的８０封信函予以整理出版：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Ｊｅｗｉｓｈ　Ｔｒａｄｅｒ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具体分析研究参见：Ｓ．Ｄ．Ｇｏｉ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Ｉｎｄｉａ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ｉｒｏ　Ｇｅｎｉｚａ
‘Ｉｎｄｉａ　Ｂｏｏｋ’．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８．

Ａｄａｍ　Ｂｅｎｋａｔｏ最近出版的关于粟特语书信研究的专著中，参见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Ｂｒｅｐｏｌｓ，

２０１８，人大藏书信即其重要分析素材之一。

参见Ｓ．Ｄ．Ｇｏｉｔｅｉｎ．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Ｊｅｗｉｓｈ　Ｔｒａｄｅｒ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６。
信文未说明这些犹太人来自何处，有学者认为可能就是９世纪中叶阿拉伯文献中记载的Ｒāｄｈāｎｉｔｅｓ犹太商人群体，参见

Ｍ．Ｇｉｌ．Ｊｅｗ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Ｔｒａｎｓ．ｂｙ　Ｄ．Ｓｔｒａｓｓｌｅｒ，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４，ｐ．６２９；Ａ．Ｋｉｎｇ．Ｓｃ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Ｍｕｓ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７，ｐｐ．２５４　２５５；Ｒāｄｈāｎｉｔｅｓ犹太商人与粟特商人的关系，魏义天
有过讨论 （．ｄｅ　ｌａ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５，ｐｐ．１８４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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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一些借自粟特语的词汇，有些表达方式也明显受到粟特语影响。① 这表明身在于阗的犹太
人当时深受粟特人影响，两个外来群体之间关系比较密切，但二者之间究竟是激烈的竞争关系，还
是既有竞争又相互合作，有待更多新材料发现。和粟特商人一样，这些在于阗的犹太商人也是颇具
经济实力，其中一封信中提到他们 “为战斗捐了价值１００贯 （＝１０万文）的物资”②，实力似乎不
如粟特商人。

在于阗的粟特人和犹太人主要是以商人身份出现，从事商业经济活动使得他们必然要与于阗社
会积极互动，最能反映这种互动的是一些日常词汇的借用。人大藏粟特语文书中出现了几例汉语借
词，如 “长史”“特进”“升”等，涉及官职、称号、度量衡。这一借用的背景当然是７世纪末到８
世纪末作为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有大量汉人镇守军驻扎，于阗社会因而在制度、文化上受到唐
朝影响，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不少汉语词汇被当地的于阗人借入他们的于阗语。③ 以上所列借入粟特
语的 “长史”“特进”“升”，同样也被借入于阗语，鉴于相关材料甚少，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汉语借
词所反映的，到底是在于阗的粟特人和当地的汉人群体直接交流的结果，还是通过于阗人而间接借
入的。

在人大藏粟特语文书出现的汉语借词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上引棉布买卖文书中出现三次的货币
单位 “贯” （粟特语ｐｔｋｗｋ）。与同时期借词一般多为音译词不同，这是一个借自汉语货币量词
“贯”的意译词，派生自粟特语动词 “贯、穿”。④ 众所周知，“贯”是用来计量中原的方孔铜钱的
单位，一千文为一贯。不过，于阗的粟特人虽借用了 “贯”这一中国古代特有的货币单位，但用法
与当时汉人的习惯用法并不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贯”不仅被借入粟特语，还经由粟特语这
一中介，被同在于阗活动的犹太商人所借用 （犹太 波斯语作ｐｔｋｗ），这也反映出于阗的粟特商人
和犹太商人关系之密切。⑤ 最出乎意料的是，它还被借入阿拉伯语ｆａｋｋūｊ （ｆｋｋｗｊ）⑥，出现在一
本９世纪中叶的阿拉伯语文献 《中国印度见闻录》（Ａｋｈｂāｒ　ａｌ－Ｓｉｎ　ｗａ－ｔ－Ｈｉｎｄ）讲到中国货币的部
分，其中明确指出该词意为１０００文铜钱，遗憾的是，该书汉译本根据法文本将其音译为 “法库”，
最新的英译本也直言词源不明⑦，显然是长久以来学界都不清楚这一阿拉伯语词汇的源头就在汉
语。可以说，若非人大藏粟特语文书的发现，这一谜团何时得解亦未可知。这大约就是当时丝绸之
路的基本情形，商业贸易的背后，伴随着无声无息的文化交流。

人大藏粟特语文献，尽管数量有限，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是了解活跃在中古于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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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窥丝路上的伊朗犹太商人》，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
文献的新印证》（下），６６８　６６９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吉田豊：《于阗的粟特人》，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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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和更多例证，参见毕波：《和田新发现汉语、胡语文书所见 “筋脚”考》，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

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３４６　３４７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１１　１３页，１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毕波：《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 “贯”》，载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４）。我们认为该粟特语词汇借
自汉语 “贯”，吉田豊教授此前接受这一看法，近期又撰文指出应是借自汉语 “缗”（《９世紀東アジアの中世イラン語碑文２件》，

载 《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５９），２０２０。对此笔者无法认同，将于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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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波：粟特人在于阗

会的粟特人的贸易活动、商业网络的第一手珍贵文献，还提供了观察唐朝制度和文化在西域绿洲王
国的影响的特殊视角，深化了我们对于阗社会不同族群之间交流互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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